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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英國和德國食物銀行發展的背景和運作方式，繼而結合文獻

討論福利緊縮與食物不安全的關連、食物銀行運作上的限制及剩食再分配的矛

盾等，最後對臺灣食物銀行的實施提出一些省思。 

英國和德國食物銀行和其使用人口的增長是福利國家經費緊縮的表徵，限

於剩食的質與量不足，食物銀行只能處理食物貧窮而無法回應食物不安全問題，

學者也多倡議須從食物貧窮和食物不安全問題成因結構面加以介入處理。此也

提醒臺灣除積極鼓勵民間食物銀行的多元和創意方案外，政府也須將社會救助

與其他福利服務系統重新定位和調整，修改進入救助門檻以納入更多需要幫助

的家庭。 

 

關鍵字：食物銀行、食物不安全、食物貧窮、剩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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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of food banks in the UK 

and Germany. It synthesizes literature to discus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welfare 

austerity and food insecurity, operational constraints of food banks, and paradoxes in 

redistributing surplus food. The paper also offers reflec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od banks in Taiwan. 

The expansion of food banks in the UK and Germany symbolizes the impact of 

welfare austerity. Constrained by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available surplus food, 

these banks address food poverty but fall short of adequately responding to the broader 

issues of food insecurity. Scholars advocate for a structural intervention in addressing 

the root causes of food poverty and insecurity.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aiwan not 

only fosters a variety of creative private food bank initiatives but also reforms its 

social assistance and welfare services by broadening eligibility criteria to encompass 

a wider spectrum of families in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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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工業發展國家中，食物銀行是不斷持續成長的慈善事業之一，食物銀行

被視為是捐贈和剩食重新分配的制度化中心，成為因應食物貧窮和不均的第一

線重要單位，這主要跟西方國家福利緊縮有關（Riches，2002；Bacon and Baker，

2017；Sosenko, Bramley and Bhattacharjee，2022）。歐陸國家面對福利國家轉型

和經費縮減，相關議題討論甚多，諸多研究和報告也著眼於探討食物銀行是否

能成為處理食物貧窮與食物不安全（food insecurity）1的策略及剩食的處理。剩

食再分配涵蓋環境保護和慈善食物援助兩大面向，前者著眼於減少食物浪費，

後者依賴剩食進行再分配，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存在於食物銀行的運作。 

從2008至2010年可視為臺灣食物銀行進入政府角色介入和普及化的階段，

主要是因為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2，造成許多家庭的經濟受到重大衝擊，但這

些家庭又有許多未符合社會救助的申請資格，因此各地方政府開始較有系統地

 
1 食物不安全指稱當無法獲取營養充足和安全的食物，或者以社會可接受的方式取得食

物的能力受到限制或不確定，就存在食物不安全（Loopstra and Tarasuk，2015），如營

養不良、面臨定期的季節性飢餓、受到多種非傳染性與飲食有關的疾病的困擾，或者將

其大部分收入花費在糟糕或不足的飲食上（Ericksen, Stewart, Dixon, Barling, Loring, 

Anderson and Ingram，2010）。本文所討論的飲食安全與食品安全（food safety）的意義

不同，前者意含飲食是基本人權，除了有足夠的量以維持生存外，也兼顧營養是否充足

等質方面的議題；同時須以社會所認可的方式取得食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認可的

方式即為在市場購買。食品安全意指食物在質上的安全，著重於食品的安全性，包括安

全儲存、運輸、加工到烹飪等各環節，避免其遭受化學物質與微生物的污染。 

2 2008 年受到美國次級房貸風暴之影響，全球面臨了嚴重的金融海嘯危機。臺灣亦在

此波危機中遭受嚴重的衝擊，不僅失業潮創下歷年新高，勞動市場亦掀起一波無薪休假

潮，人民所得差距擴大、Gini 係數增加、消費支出和儲蓄率減少，致使諸多勞工面臨就

業、所得縮減與貧窮的風險（陳盈方、呂建德，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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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食物銀行及食物券方案（Wang and Lyu，2013）。2013 年有立委提出《食

物銀行法》草案，希望透過免稅與免責的獎勵，使企業界樂於捐贈過剩物資，

並強化政府端的角色（張以牧，日期未知）；同年行政院會提出《社會救助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運用民間資源，並採行實物倉儲、食物券、資源媒合或物

資輸送平台等方式，推動實物給付，辦理社會救助事項（關鍵評論，2013）。

此外中央政府對縣市政府的社會福利績效考核自 2015 年開始納入實物給付的

項目，且評分比重由 3%提高至 2024 年的 10%。2023 年正值新冠肺炎疫後復甦

時期，衛生福利部也在「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

例」及特別預算案中，匡列補助縣市政府充實實（食）物銀行據點冷藏或冷凍

設備，以及相關維護運作經費，以解決生鮮蔬果及食材保存問題（工商時報，

2023）。 

在臺灣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動食物銀行設置的同時，國際上食物銀行持續成

長，卻也逐漸引發檢討與反省。本文將從英國和德國食物銀行的發展探討食物

銀行需求增加所代表的意涵、食物銀行的運作及剩食再分配的爭議，繼而對臺

灣食物銀行的實施提出一些省思。英國和德國兩個國家食物銀行的發展都相當

具有基礎和規模，研究資料豐富，很多經驗和思考可作為臺灣食物銀行的借鏡。 

貳、英國和德國食物銀行發展的背景 

食物銀行各國的定義與運作方式都有所差異，在美國及許多歐洲國家是指

一種倉庫或建築物，其募集、儲藏與再分配食物給慈善組織，由慈善組織發送

給需要的家庭。換句話說，食物銀行是一種中介組織，提供食物給慈善組織，

包括緊急與非緊急兩大類，緊急的形式如提供食物，由家庭領回再自行調理，

稱之為社區食物儲藏據點（food pantries）或是食物領取處（breadlines）；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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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烹煮好的食物，稱之為熱食廚房（soup kitchen）；也有提供住宿與食物的

緊急庇護站（emergency shelters）等。至於非緊急的形式則包括：日間照顧中心

（day care centers）或是夏日假期方案（summer holiday programs）。然而在英

國食物銀行一般是指將食物裝箱，直接提供家庭領回，自行調理食用。整體而

言，食物銀行可視為由各類志願性發起提供食物給有需要的民眾，或由宗教或

非宗教組織進行食物的發送，其規模可能是社區型、區域型或甚至全國型

（Lambie-Mumford，2017a；Lambie-Mumford and Silvasti，2020a）。 

依據 Wells and Caraher（2014）研究指出，英國食物銀行的產生主要是受

到福利緊縮的影響，加上食物價格上揚、交通和房舍成本也攀升，但所得卻未

見增加。以往貧窮家庭都是去超商購買打折商品，藉以取得便宜的食物，但目

前卻轉向食物銀行。2014 年英國聯合政府提出「大社會」（Big Society）計畫，

伴隨福利緊縮的新自由主義（neo liberalism）思維，食物銀行被視為是大社會計

畫的典範，慈善而非社會政策成為處理食物貧窮的解方；「大社會」也是國家

在公共服務領域的退卻（吳子明，2020）3。Loopstra et al.（2018）研究也發現，

因為福利縮減，2009 年起英國對失業保險給付申請者的制裁明顯增加，從 2010

年起，食物銀行使用者有戲劇性增加。食物銀行多設在高失業和地方政府對地

方服務和福利支出金額大幅刪減的地區（ Wainwright, Buckingham and 

Wainwright，2018；Lambie-Mumford，2019）。近 3 年因為疫情關係，更為情

況惡化。 

 
3 除 2014 年的「大社會」外，英國自 1970 年代開始，社會福利政策就像「走馬燈」一

樣不斷變化：從提出「社區發展」重新發現志願服務價值到對福利服務供給「去國家

化」，到推行社區照顧、NHS 競爭機制改革，再到新工黨對於公民社會、夥伴關係

（partnership）、社會投資型國家的倡導等，皆是對福利國家的改革。「大社會」政策

不是單純以資助包括社會企業在內的各類組織長遠發展為長遠目的，而是強調「支持其

在公共服務運作中更多介入」（吳子明，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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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食物銀行在 21 世紀中快速成長，這也和德國社會政策的變革有關係。

德國食物銀行在 2005 年前後擴張得相當快速，這與當時通過福利改革有關，

2003 年至 2005 年期間，德國從傳統社會保險為基礎的保守統合體制轉向社會

投資和工作福利取向的社會安全體制（workfare-oriented social security regime）

（Kessl, Lorenz and Schoneville，2020；Lambie-Mumford and Silvasti，2020a），

德國在哈次方案（Hartz IV）中，將長期失業給付併入社會救助法中，導致許多

原本可領取較高給付金額的長期失業者，只能改領額度較低的社會救助給付，

因而更容易陷入貧窮困境中，致使貧窮人口大幅增加，更多人需仰賴食物銀行

過日子（黃全慶，2015）。食物銀行的成立在回應國家未能處理日益嚴重的貧

窮問題，在社會救助預算刪減時提供窮人緊急的援助。 

英國 Trussell Trust（2017）認為從新自由主義浪潮和 2000 年代的經濟危機

以來，慈善機構逐漸扮演顯著的角色，取代傳統上由國家提供的服務，慈善機

構正在承擔國家以前應該提供的支持和責任。食物銀行如 Lambie-Mumford

（2019）所形容，成為地方福利景象（local welfare landscapes）的重要一部分。

經費補助、食物銀行轉介機制以及將食物銀行納入地方層次的緊急福利方案的

計劃管理中，突顯了食物銀行在地方福利景象中日益緊密相互聯繫。 

本節簡要說明英國和德國食物銀行發展的背景，主要是因為福利國家經費

縮減，讓私人慈善在處理食物不安全與食物貧窮扮演重要的角色，國家角色的

撤退也表示民間慈善機構扮演替代國家的角色和責任，尤其在地方層次的運作

上益形重要，以下分別說明英國和德國食物銀行的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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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英國的食物銀行 

英國食物銀行主要由民間單位所提供，計有 2000 多間食物銀行，其中 1200

間由 Trussell Trust 所運作，900 間是獨立運作（Tyler，2020），以下進一步說

明。 

一、食物銀行主要提供者 

Trussell Trust 是全國性慈善組織，提供食物包給符合食物銀行受助資格者，

或由專業者如醫師、健康訪視員和社工等轉介的服務使用者。從 Trussell Trust

的統計資料約可提供 6 成有關英國食物銀行的資訊。Trussell Trust 在 2000 年於

Salisbury 開始食物援助方案，2004 年成立食物銀行網絡。2020 年在 429 個地

區設置食物銀行，很多地區有多個分據點，全國超過 1200 間食物銀行（Tyler，

2020）。 

IFAN（Independent Food Aid Network）由非屬 Trussell Trust 食物援助提供

者組成，約有 929 間獨立食物銀行（Tyler，2020）。IFAN 是一個獨立草根緊

急食物援助提供者組成的網絡，包括食物銀行和其他食物援助方案，如社區廚

房、供餐中心、自由付費的 CAFÉ、社會超商、假日供餐等方案（Trussell Trust，

2017）。 

二、服務提供 

服務對象多是由其他專業人員轉介或是自己求助。Trussell Trust 提供食物

包或由服務對象自己到食物銀行選取，有時也提供物資輸送。Trussell Trust 提

供 3 天緊急食物包。食物包內有罐頭和乾貨，提供營養和均衡的餐點，並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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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師守則，易腐食物也遵守營養師守則。Trussell Trust 和 ASDA 及 Fareshare

等超市於 2018 年 2 月合作（Trussell Trust，2017）。2019 至 2020 年 Trussell 

Trust 提供 1,900,122 份 3 天緊急食物包，較前年增加 10％，這其中有三分之一

是給兒童的食物（Tyler，2020）。 

此外，Loopstra, Fledderjohann, Reeves and Stuckler（2018）從 558 個在英格

蘭每週至少提供一次食物包的食物銀行，隨機電訪 114 個單位，發現 75%獨立

食物銀行約在 2010 年成立，有三分之一成立於 2012 年至 2013 年；80.1%食物

銀行是由服務使用者至食物銀行領取食物包，有 49%的食物銀行也會將食物包

運送給服務使用者。60%食物銀行要求新服務使用者須由第三機構轉介，40%不

需要轉介，轉介者中有 75%是由地方政府轉介。44%食物銀行沒有限制食物包

可領取的次數，17.5%限制 12 個月內只能領取 18 次或可超過一些，超過 30％

限制 12 月內可領取 6 次（含 6 次）以下。45%食物銀行的食物包足夠 1 人 3 天

量，10%食物銀行無限制份量。有一半以上的食物銀行是由基督教團體所運作。

食物銀行的使用者多為失業者，或因身障或單親家庭無法工作。60%除食物包

也提供其他服務，如教育、社會活動、社會支持和健康福祉服務等。 

三、食物包的內容 

食物包的內容多為穀類、湯、義大利麵條、米、罐頭番茄／義大利麵醬、

小扁豆，豆類和即沖即食小豆、肉罐頭、蔬菜罐頭、茶／咖啡、水果罐頭、餅

乾、超高溫滅菌牛奶、果汁等。Trussell Trust 和營養師合作以確保食物銀行的

食物能對家戶和個人提供3天營養均衡的食物，但不是著眼於長期的食物需求。

此外，也提供非食品的品項，如衛生紙和衛生用品，有些食物銀行若有設施也

提供生鮮食物（Trussell Trust，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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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hes and Prayogo（2018）針對 Trussell Trust 的食物包進行研究。他們指

出因為大眾捐贈和食物銀行志願者的慷慨解囊，這些食物包通常有較高的卡路

里、蛋白質、礦物質、微量元素和維生素（維生素 D 和 E 除外），具備超過 3

天的營養需求。但以英國政府頒訂的營養標準，食物包的糖分比較高，可能和

食物都比較大包有關。 

Trussell Trust 於 2018 年將每個食物包減少 500 克的糖，若有些人喝咖啡和

茶需要加比較多的糖，可到食物銀行自取。有些人有口味上的偏好，若捐款足

夠則儘量滿足，如有些人不喜歡沙丁魚罐頭，只喜歡鮪魚罐頭。很多食物銀行

提供生鮮食物，如水果、蔬菜、蛋和麵包，這些易腐食物都有安全管理。有些

有假日俱樂部或烹飪課程，會有熱食提供（Trussell Trust，2018）。 

四、志工投入 

Trussell Trust（2017）統計 Trussell Trust 和 IFAN 志工投入時數和產值，總

計志工一年投入 4000 萬小時。2015 至 2016 年有 4 萬人擔任志工。志工一年投

入產值 2,909,196 鎊的無酬工作（以 national living wage 每小時 7.5 鎊計）。此

外，有 12,082 小時額外工作，如貼標籤、募款、收取物資和輸送物資，產值約

9,064,516 元。若沒有志工投入，食物銀行幾乎無法運作，若沒有社區的支持，

很多挨餓民眾無法獲得食物援助。 

五、食物銀行的使用者 

英國 2018 年至 2019 年英國有 2%家戶使用食物銀行。英格蘭、威爾斯和

北愛爾蘭食物銀行使用狀況和全國數據差距不大，唯獨蘇格蘭較為嚴峻。A 

Menu for Change 於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9 月提供蘇格蘭 50 萬份食物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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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蘇格蘭有許多民眾無力購買食物，長遠策略應該是增加收入。但從食物銀行

的資料無法瞭解蘇格蘭食物貧窮的全貌，因為很多人會用其他方式，如不吃。

估計 5 位蘇格蘭人有 1 位是飢餓狀態（Tyler，2020）。Loopstra, Fledderjohann, 

Reeves and Stuckler（2018）指出，低收家戶食物不安全的原因是社會安全政策

的制裁，若他們未能達致去找工作的指標，失業保險就被取消，這是多數食物

銀行使用者被轉介的原因。 

轉介至 Trussell Trust 的原因有三分之二無法取得給付，94%處赤貧

（destitution）狀態，無力購買能讓自己保持溫暖、乾燥、清潔和不飢餓的基本

物資。其中 23%是無家者。有的住宅成本扣除後，每週僅剩 50 鎊，有 20%完

全沒有收入。四分之三積欠房租，多數是租屋者，40%要還債。使用食物銀行

前，10 位有 7 位經歷生活逆境經驗，如遷移、健康不佳、離婚、失業或工時縮

減。75%有一種健康問題，54%有心理衛生問題。2%為 65 歲以上，22%為單親，

近一半是單身戶，89%在英國出生，非正式和正式支持匱乏（Tyler，2020）。 

Perry, Williams, Sefton and Haddad（2014）研究指出食物銀行的使用者多有

立即和嚴重經濟問題以致沒錢買食物，多數不是因為特殊事件影響而持續和長

期處於低收或負債狀態。若沒有食物銀行的援助，只能依靠家人或借錢，萬不

得已則偷東西。沒有收入的原因為被裁員、健康不佳或照顧責任而無法工作或

薪水延遲給付，因此很快地負債累累，為長期財務穩定帶來威脅。此外，家庭

狀況改變，如離開一段關係、有新生兒、較大小孩離家或失親等也是造成財務

困難的原因。有些已申請補助者正在等待申請結果，有些因為補助被停止或給

付減少，有的覺得申請福利補助很困難、複雜或遙不可及而未能申請。孤立無

家人支持或無家者也經常是食物銀行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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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方案 

另外估計有 3,000 個獨立食物援助提供者，他們不是用食物銀行模式，包

括社會超市（social supermarkets）、湯品廚房、社區食物方案和學童假期食物

提供（Tyler，2020）。 

（一）餐食提供 

1994 年成立 Fareshare 主要從超商、商店募集食物，分給 70 個慈善組織，

Fareshare 係由無家者慈善團體 CRISIS 所發展（Wells and Caraher，2014）。2009

年成立的 Foodcycle 協助社區成立志工隊，運用剩食供餐給社區有需要的民眾，

共計 41 個點。 

（二）社會超市 

也是一種減少剩食浪費的方式，2013 年設立的 Community Shop 是最早設

立的單位。社會超市提供工作貧窮者一線生機。 

（三）學童餐食 

Magic Breakfast 成立於 2003 年，提供學童早餐。2020 年一月英國政府宣

布擴大全國弱勢社區兒童早餐服務，2020 年暑假提供免費餐食。Trussell Trust 

的 Holiday Clubs 方案於放假期間提供學童早餐和午餐，也提供活動和學習方

案。Feeding Britain 在 2015 年設立，於假期提供學童餐食和活動。Kitchen Social

於 2017 年和倫敦社區組織合作於假期提供兒童餐食。 

IFAN（2022）發布新調查顯示，188 家獨立食物銀行中有 24%報告由於近

幾個月來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由於生活成本上升），他們縮減了食物包裹的大

小，因為它們沒有足夠的食品供應來滿足需求（UK Parliament，2022）。Trussell 

Trust（2023）的報告顯示，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食物包需求較前一年增

加 37%，較 2019 至 2020 年增加 47%（Bull et al.，2023），很多有工作者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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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食物銀行的食物，Trussell Trust 因而改變開放時間和運作方式讓上班者也可

以領到食物包；也因為需求遠遠超過收到的捐款和物資，因此 Trussell Trust 必

須自己購買更多食物，並尋找更多倉庫空間來儲存。Trussell Trust 呼籲政府作

出長期承諾，確保福利補助足夠支付基本生活所需，並倡議政府立法保障人們

不至於缺少購買生活必需品的最低生活保障金（universal credit）制度（Harwood-

Baynes，2023）。 

肆、德國的食物銀行 

德國並不以食物銀行稱呼，而是用 Tafel 一詞，其意為「宴席」或「餐桌」。

德國第一個食物銀行於 1993 年於柏林成立，當時被稱為是一場社會運動，隨著

時間的推移，發展成為傘狀組織的食物銀行聯合協會（Rombach, Bitsch, Kang, 

and Ricchieri，2018）。Tafel 主要收集超市或零售商的剩食分送給有需要者，因

此被視為是一項社會生態運動，支持永續，關注氣候變遷和環境保護。同時它

也為經濟和社會上弱勢者進行倡議（Tafel Deutschland e.V.，2020），因此也被

視為全國性的慈善運動。因為剩食不斷增加，每年德國估計扔掉的食物高達

1800 萬噸，各地的食物銀行成長快速，至 2019 年已有 947 家。 

一、Tafel 傘狀協會組織 

德國第一家食物銀行於 1993 年成立於柏林，根據創辦人 Sabine Werth 現

身說法，她是在聽完柏林社會局局長一場有關遊民服務議題的演講後，與幾個

熱心人士討論她們能為遊民做什麼，於是她們以紐約 City Harvest 食物銀行為

範本，在柏林創立了全德國第一家食物銀行，隨後德國各地區紛紛競相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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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立了以 Tafel 命名的食物銀行，並於 1995 年成立一個聯合協會

（Bundesverband Deutsche Tafel e. V.）（黃全慶，2015）。 

Tafel 是 Bundesverband Deutsches Tafel e.V.的註冊商標，與立案協會（e.V.）和

贊助商（慈善和志願組織，如 Caritas 及 Deutsches Rotes Kreuz）合作（Tang， 

n.d.）。德國大多數食物銀行在 Tafel 傘狀組織下協作，經費來自捐款，並沒有

公部門的補助。依據歐洲食物銀行聯合會（European Food Banks Federation）的

定義，Tafel 被定位為協助窮人的慈善組織（Simmet, Tinnemann and Stroebele-

Benschop，2018）。Tafel 是德國最大的食物銀行，但並不是唯一的（Lorenz，

2012)。德國聯邦食物銀行協會（The Fed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Food Banks）

將「Tafel」註冊為品牌名稱，因此，只有隸屬或與該協會相關的食物銀行才被

允許使用該名稱，雖然有其他非營利組織也提供相同的服務。Tafel 重視名稱和

品牌概念的作為也被批評可能成為一種準壟斷（Rombach and Bitsch，2018）。 

Tafel 聯合總會並無大型設施以收集和分派食物給各地的慈善協會組織。剩

食收集和分派都由地方 Tafel 執行（Kessl et al.，2020）。Baglioni et al.（2016，

引自 Rombach et al.，2018）稱德國食物銀行為「混合系統」（hybrid system）。

各地的食物儲藏室直接接受來自農作生產者和食品零售商的捐贈，也將捐贈食

物透過組織網絡配送至各地食物儲藏室，因為同時具備前線和後勤功能，因此

是一個混合系統。 

2015 年 Tafel Deutschland e.V. 成立 Tafel 學院，提供會員教育和訓練（Kessl 

et al.，2020）。總會也透過研討會、培訓等活動為各地食物儲藏室在質量提升

和衛生認證上提供專業技術支援（Tang，n.d.）。Tafel Deutschland e.V.（2020）

資料顯示，目前全德國有 948 個以 Tafel 命名的食物銀行組織，2,000 多個食品

儲藏室，12 個區域協會，60,000 名志工，165 萬服務使用者，每年節省 265,000

噸食物。由於想以 Tafel 命名須共同遵守聯盟規約，因此在德國還有為數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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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觀的食物銀行，並不以 Tafel 命名，其中包括許多衣服銀行、愛心商店、愛心

廚房等，使德國食物銀行數量難以確實統計（Caritas in NRW，2011，引自黃全

慶，2015）。 

二、服務內容 

地方的食物儲藏室在規模、財政資源和運營方式各不相同，除了將收集到

的食物與物資，於特定時間與地點，請有福利需求者前來領取外，也提供多元

的服務。分發的食品包括烘焙食物、水果、蔬菜和乳製品，而肉類、米和義大

利麵是德國食物銀行的稀有品項（Rombach et al.，2018）。是否允許服務使用

者選擇他們想要的食物，每個分派點規定有所不同。多數食物銀行或多或少會

依家庭人數多寡決定分發食物的量，有的會收取少量費用或免費提供，是否收

費由食品儲藏室經理決定（Simmet et al.，2018），收費通常是當地零售價格的

10%至 30%，多寡取決於服務使用者社會安全法案所領取補助的額度決定

（Rombach and Bitsch，2018）。 

也有食物銀行以社會超商方式營運，符合資格者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購買食

物。食物儲藏室與社會超商的差異為，服務使用者在社會超商為他們所購置的

每樣食物付費，而在食物儲藏室他們支付定額的小額費用（Rombach et al.，2018）。 

Tafel 的服務相當多元，有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早餐，有的食物銀行提供熱

食廚房或二手物品（如衣物、玩具、家用電器或家具），或協助服務使用者尋

求醫療協助、處理銀行業務、跟公部門申請福利補助或諮詢服務（如法律、失

業或住房問題或信貸諮詢）。也有辦理烹飪課程，教導服務使用者在花園種植

蔬菜或做堆肥。也有食物銀行會送食物至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住家，或在分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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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時提供咖啡、蛋糕和食譜。也有提供食物給婦女庇護所、青年中心或戒毒所

等（Lorenz，2012；Simmet et al.，2018）。  

也有些贊助商會辦理「Gemeinsam Teller fullen」（Filling Plates Together，

一起裝滿餐盤）的年度活動，民眾可以透過購買 Tafel 包來支持 Tafel，這些袋

子裡裝有麵條、米飯、巧克力、果醬和湯等食物，這些保存期限長的食物，用

來分送給食物銀行的服務使用者（REWE Group，n.d.）。 

Tafel 食品儲藏室不僅提供食物，也是互動的空間，如提供托兒服務、家教、

下午茶或陪伴老年人散步等。當 Tafel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不得不關閉時，165 萬

服務使用者不僅缺乏食物和日常用品，許多相關服務也暫停，全國總部收到了

許多直接來自 Tafel 服務使用者的求助電話，因為幼兒園和學校關閉，許多家

庭需要更多的食物（Tafel Deutschland e.V.，2020）。德國食物銀行服務對象很

多樣，寵物也包括在內。Tafel 將自己定位為自給自足方案（Rombach and Bitsch，

2018）。德國也推行「藝文銀行」（Kulturtafel，或可譯為「文化銀行」），以

協助弱勢團體也能有與一般社會大眾共享藝文表演活動之機會（黃全慶，2015）。 

三、食物供給 

依據 Simmet et al.（2018）研究指出，食品零售業、批發商和生產商是德國

食物銀行的主要捐助者。食物銀行每月發放的食物大部分是水果和蔬菜，其次

是烘焙食品（如麵包和糕點）及奶製品、肉類和肉類製品。乾貨、冷凍食品、

飲料和糖果的分發量相對較小。除烘焙食品外，2017 年資料顯示，相較於 2016

年在量上有減少的趨勢。捐贈的食品雖是廠商不會出售的品項，但仍然可以安

全食用，很多是接近保存期限或包裝有些損壞的產品或帶有微小瑕疵的水果和

蔬菜（REWE Group，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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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食物銀行多依靠零售商和麵包店捐贈剩食，而生產商或其他批發商只

占一小部分。這樣的體系好處在於有新鮮食品，如水果和蔬菜的供應，食物不

安全人口群在蔬果消費量特別低，這有助於他們健康的提升。但也因為主要依

賴零售商提供剩食，因此在數量、種類和質量上難以預測（Simmet et al.，2018）。 

鑑此，Tafel 和「聯邦食品和農業部」（Federal Ministry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合作發展「Tafel macht Zukunft- gemeinsam digital」方案（Tafel 創造未來：共同

數位化），透過生態平台（eco-platform）的開發，讓 Tafel 與製造商和零售商

之間能建立更好的連結，食物的捐贈能數位化，以減少德國的食物浪費，未來

Tafel預計可將264,000噸食物分送給有需要者（European Supermarket Magazine，

2019）。 

Hermsdorf, Rombach and Bitsch（2017）進一步指出，這些後勤挑戰和檢視

食物保存期限所需要勞動力等捐贈成本可能造成零售商與食物銀行合作的阻礙。

增加食物銀行收集食物的頻率將有助於減少零售商儲存剩食的壓力，但這取決

於食物銀行的基礎設施，包括運輸和倉儲設施。然而，Tafel 指出德國每年扔掉

的食物高達 1,800 萬噸，但 Tafel 因為缺乏志工、冷藏車的資金和存儲空間，因

此無法即時處理剩食和減少食物浪費（Deutsche Welle，2019）。德國食物銀行

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主要來自食物銀行服務使用者所支付的費用（多數僅收取象

徵性費用）和捐款，Hermsdorf et al.（2017）呼籲國家需要針對食物銀行加以補

貼。 

食物銀行面臨的困難包括缺乏志工，尤其是有駕駛執照的志工，可以協助

從零售商運載取食物。其次是缺乏食物，尤其是奶製品、肉類和香腸；財務資

源和空間不足也是問題（Simmet et al.，2018）。此外，德國食物銀行也被批評

為收集與分發剩食和環境保護是相互衝突的，因為慈善食物援助會增加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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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過度消費，也不是解決生態問題的好策略（Lorenz，2012）。從食物品項的

欠缺可以瞭解到，食物銀行無法回應食物不安全問題。 

四、食物銀行的志工 

德國各地的 Tafel 約有 60,000 人參與其中，其中 90%是志工，大部分是退

休人員，63%的志工在 65 歲以上。雖然 Tafel 可受惠於年長志工的專業經驗和

投入的時間，這些退休人員也有機會參與社區活動、鍛鍊身體、結識新朋友和

參與成人教育的機會。然而，年齡結構不平衡是 Tafel 最大限制，目前只有 6%

的志工年齡在 30 歲以下，拿物品、分類和分發食物是一項耗體力的勞動，各地

的 Tafel 每分鐘平均移動 500 公斤食物，這對年長的志工是一項不輕的負荷

（Tafel Deutschland e.V.，2020）。 

每家食物銀行約有 59 位志工，但各家人數變異大。有 6 成食物銀行聘有帶

薪員工，但其人數遠低於志工人數。大多數有酬工作人員是參與政府 One-Euro-

Jobs 補貼的就業計劃。受薪員工中只有少數是長期僱員（占受薪員工的 0.67%），

近 20%的志工和受薪員工具使用食物銀行的資格，約有 2%是難民。志工平均

每月工作 33.23 小時，有酬工作人員 79.55 小時，但各家食物銀行差異很大

（Simmet et al.，2018）。 

Rombach and Bitsch（2018）研究指出，均等和尊嚴是食物銀行志工提供服

務時的首要原則，志工被期待公平地提供食物給服務使用者，尊重他們並避免

任何形式的羞辱。但在實務中，志工和服務使用者之間結構位置不對等使得這

些原則難以被遵循，甚至可能導致衝突。德國食品儲藏室經理可以決定食物是

免費提供還是象徵性的收取費用，服務使用者也需要提出來自福利機構的官方

證明文件，此舉被服務使用者認為是一種羞辱。但是食物銀行認為資格評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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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因為曾發生欺騙的情事（Von Normann，2011，引自 Rombach and Bitsch，

2018）。此外，德國食物銀行也提供教育方案和處理青年失業問題，而負責這

些任務的志工不一定是具資格者，Becker（2010，引自 Rombach and Bitsch，

2018）建議，此應當由社會福利組織的合格人員來實施。 

五、食物銀行服務使用者 

食物銀行的服務使用者需要在德國福利系統中註冊為經濟有困難者，這些

人包括領取最低老年與失能年金給付者、領取失業救濟金者、年金給付額偏低

者或領取最低社會安全給付的家庭等（Simmet et al.，2018）。服務使用者中有

24%是兒童和 17 歲以下的年輕人，65%為成年人，11%是退休人員（Von Normann，

2011，引自 Rombach et al.，2018）。 

Tafel 的領導者 Jochen Bruhl 不斷倡議重視食物銀行服務使用者急遽增加的

狀況，他指出 2019 年增加了 10%，其中 65 以上的長者增加 20%，老人貧窮的

現象不可忽視。同時他也指出兒童和青少年服務使用者也在增加中，主要是德

國學校體系「系統性」地忽略非中產階級兒少的需求（Deutsche Welle，2019）。 

德國食物銀行服務使用者是一群經濟弱勢者，低收入、無收入、失業或低

薪工作者。Tafel 也提供社交和參與活動的機會，減少孤獨感。有些人使用 Tafel，

不僅僅是因為食物不安全，也有因為 Tafel 提供了社會參與的機會（Lorenz，

2012）。 

Rombach and Bitsch（2018）檢視相關文獻，分析德國食物銀行服務使用者

須具備官方證明文件的優缺點。正向部分為可作服務使用者的資格預估和讓分

配根據需求程度，食品儲藏室可以控制供應和需求，也可避免福利欺騙和搭便

車。負面部分為資格限制也排除一些遭遇食物不安全者，如無家者或未能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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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體系者，這對食物銀行的社會績效也是一種挑戰，因為德國食物銀行

的初衷是減少食物浪費，並為社會和經濟弱勢者提供食物，理當包含無家者。

因為新冠肺炎蔓延，柏林食物銀行宣布將於冬季發放食物包給無家者（Teller 

Report，2021）。 

德國因為通貨膨脹和難民湧入對食物銀行造成了愈來愈大的壓力，但食物

銀行捐贈卻愈來愈少，食物銀行呼籲德國政府提供幫助（Witting，2023）。Tafel

目前約支持 200 萬食物銀行使用者，是近 30 年歷史上的最高數字，工作人員在

精神和身體上都已達到極限，因此 Tafel 呼籲國家為受貧窮影響的人制定新政

策，因為食物銀行無法承擔國家未能承擔的部分（Anadolu Ajans，2023）。Tafel

也停止新服務使用者的申請，食物銀行首次採取如此激烈的措施（Financial 

Times，2022）。德國食物銀行也面臨與英國相同的困境，也難以回應食物不安

全問題。 

伍、英國和德國食物銀行的異同 

本節主要分析英國和德國食物銀行的異同，將參考Gilbert and Terrell（2014）

的架構做修改。Gilbert and Terrell 分析社會福利產出的架構包括：一、服務輸

送體系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the delivery system），為輸送體系的設計；二、

社會性分配的基礎（basis of social allocation），主要討論給付給誰、選擇性或

普同性、是否需要資產調查或其他專業判斷等；三、社會供給的本質（nature of 

social provisions），主要關照提供什麼樣的給付，如現金、實物或服務；四、財

務模式（mode of finance）為財源籌措的模式。鑑於食物銀行的特性以食物和實

物提供為主，社會供給的本質就不納入討論，財務模式類別也將結合食物來源

進行討論，並增加英國和德國在運作共同面臨議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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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輸送體系的結構 

英國 Trussell Trust 是網絡型的組織形式，各地設有分據點；IFAN 則是獨

立運作的食物銀行。德國 Tafel 是傘狀協會組織，地方的 Tafel 加入 Tafel 食物

銀行總會，但獨立運作。 

Lambie-Mumford and Silvasti（2020b）認為從專業工作者將有需要食物援助

者轉介至食物銀行來看，顯見國家對食物銀行的倚賴愈深；自 2004 年起，德國

聯邦家庭事務部長（the Federal Minister of Family Affairs）擔任德國 Tafel 方案

的官方支持者，雖然 Tafel 沒有公共資助，但在地方層次仍有些支持，如對設施

的贊助等（Kessl et al.，2020）。 

服務提供方式，英國採食物包的方式，多數由服務使用者自行領取，也有

將食物輸送給服務對象者，除食物外，也提供非食品的日用品，都是免費的方

式。此外，也有社會超市、湯品廚房等多元的方案。德國採定點定時領取的方

式，有些免費，有些則收取部分費用，德國食物銀行的形式較英國更為多元，

除了社會超市、湯品廚房外也提供諮詢、資源媒合、家庭園藝和社會與文化活

動，也引進數位科技，進行物資捐贈者和食物銀行連結及數位化。 

英國將倡議和遊說視為其重要的角色（Trussell Trust，2017）。IFAN（2022）

和 Trussell Trust（2023）也呼籲政府增加收入的介入措施以因應生活成本日漸

升高的情況，並倡議終結對食物銀行的需求。Lorenz（2012）提及德國 Tafel 是

新型福利協會，也是地方層級的志願主義形式，聚焦在志工的慈善作為和承諾，

而不以社會政策倡議為焦點，Kessl et al.（2020）批評 Tafel 並未積極倡議提升

福利國家的發展。英國 Trussell Trust 和 IFAN 希望終結食物銀行是一個理想，

旨在批判國家福利的緊縮與刪減，德國 Tafel 將自己定位為國家福利服務的慈

善補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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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性分配的基礎 

英國食物銀行的使用者多為邊緣戶，他們被形容為是從「福利體系的裂縫

中掉落者」（Lambie-Mumford and Silvasti，2020b）。Loopstra and Lambie-Mumford

（2023）也指出英國食物銀行只能觸及食物不安全人口的一小部分，主要是沒

有能力增加服務提供或涵蓋範圍。有些由專業者如醫師、健康訪視員和社工等

轉介，有些是自己求助。 

德國食物銀行僅提供進入社會安全體系者，服務使用者須提供官方證明文

件方能領取食物，這樣的資格評估雖避免了福利詐欺和搭便車效應，讓食物銀

行更能控制供應和需求，但也讓一些真正有需要者，如無家者被排除在外，這

也讓德國食物銀行被批評為偏離減少食物浪費及提供社會和經濟上處於劣勢者

食物的初衷（Rombach and Bitsch，2018）。英國使用者為邊緣戶，在福利措施

之現金給付緊縮和不足情況下，食物銀行的實物給付也是另一種緩解食物不安

全的變通措施。 

三、財務模式與食物的來源 

英國和德國以非營利組織的形式收集剩食或捐款，並自行儲存食物和分送

食物。財務主要來自民眾、超商、商家等的捐款與物資捐贈，以剩食再分配的

食物援助為主。歐盟致力於減少食物浪費，認為是促進循環經濟、減輕對環境

壓力的優先事項之一，食物捐贈被視為是循環經濟的一個元素，作為零浪費原

則（再生、修復、回收和減少）推廣的一部分（European Commission，2015）。

歐盟認為食物浪費的預防當從源頭著手，限制食品供應鏈的每個階段（包括生

產、加工、分銷和消費）中剩食的產生，但當出現剩食時，最佳的去處是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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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可食用的食物資源重新分配給人們使用，因此歐盟認為食物捐贈不僅可以打

擊食物貧窮，還可以成為減少剩食轉用於工業用途、被送往廢物處理場或最後

到掩埋場的有效手段（European Commission，2017）。 

然而，慈善組織能夠維持其運作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食物系統中

過剩物品的不斷流動，但這又和避免過度生產和環境永續相違背，中間隱含著

矛盾。如 Kortetmaki and Silvasti（2017，引自 Salonen and Silvasti，2019）所說，

如果將過剩物品捐贈給慈善機構是作為預防食物浪費的手段，那麼生產更多的

食物浪費可能被解釋為促進社會正義的正確方式，因為食物浪費將被用於餵養

飢餓的人們，這種解決方案並不符合生態永續精神。因此，諸多研究批判剩食

捐贈給慈善機構，從而將其再分配給窮人，並不能解決環境問題中過量浪費食

物的根本原因，真正的環境問題在於全球食物系統的結構，將剩食提供給慈善

機構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Lorenz，2012；Silvasti and Riches，2014；Salonen and 

Silvasti，2019）。 

四、運作的問題 

英國和德國食物銀行主要來自捐款，德國除了捐款還有服務使用者支付的

費用。志工人力不足、運輸和倉儲成本、剩食量與質的不穩定都是營運上所面

臨的問題。英國和德國食物銀行的需求日增，德國 Tafal 甚且停止收新案；英國

IFAN 不得不縮小食物包，Trussell Trust 需要更改運作時間與方式及購置食物以

因應，他們都呼籲國家需要透過社會保障體系予以介入處理。Riches（1997）評

述食物銀行的運作，他認為食物銀行無法保證滿足所有的飢餓需求，食物銀行

容易受捐贈者影響而缺乏食物供應，也不一定能提供營養豐富或符合文化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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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加上多數依賴志願服務者的支援，但志願服務者的參與存在不穩定因

素。 

從英國和德國食物銀行的運作，可以發現食物銀行有兩大立基，分別是解

決食物不安全和食物貧窮，另一為剩食處理。英國和德國食物銀行使用者增加

也引發福利緊縮和食物不安全的討論，而食物銀行運作上的問題也讓學者們思

考食物銀行能否處理食物貧窮和食物不安全的問題。剩食的處理也有著環保與

慈善援助內含的矛盾，因為食物銀行主要依賴捐贈的食物和物資而運作，以下

除英國和德國的經驗也擴及相關文獻的討論。 

陸、議題討論 

本節主要討論食物銀行需求日殷與其發展的背景所呈現的意涵，及在運作

上的問題及剩食處理的矛盾等，而這些又對臺灣食物銀行實施帶來什麼樣的省

思是本節討論的重點。 

一、福利緊縮與食物不安全 

Riches（2020）參考 Esping-Andersen（1990）的分類研究歐洲食物銀行發

展，認為英國是偏向自由主義型態，德國係保守主義的型態。英國近期社會政

策改革是食物慈善（food chartiy）4成長的關鍵推動因素（Loopstra, Reeves, Taylor-

 

4 食物慈善指的是所有幫助人們獲得他們無法取得的食物的志願性服務，涵蓋了各種供

應形式，包括提供食物包裹、各種類型的食物銀行、湯廚、餐飲方案和社會超市等。在

這些服務中，食物可能以低價或免費提供，其分發由各種組織（宗教或非宗教）或不同

的運營規模（地方、區域和國家）提供協助，食物慈善方案是將食物提供給有需要的人

服務鏈的最終環節（Lambie-Mumford and Silvasti，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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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son, McKee and Stuckler，2015），文獻多自 1980 年代新自由主義思維的

興起加以檢視，傳統以稅收為基礎的社會政策和福利網不斷地縮減，福利經費

大量刪減和處理貧窮措施也一再改變，30 年來福利緊縮一直持續，現今的撙節

政策更強調公民需要照顧自己的福祉（Hebinck, Galli, Arcuri, Carroll, O'connor, 

and Oostindie，2018）。自 2010 年以來，對貧窮結構性原因的關注明顯減少。

相反，愈來愈重視個人因素（Pantazis，2016），強調個人病理觀（individual 

pathology），在工作與福利的連結中聚焦於調整個人能力和動機以融入勞動市

場，並對正式經濟未有貢獻者予以嚴厲和嚴格的制裁（sanctions）（Ellison and 

Fenger，2013）。Trussell Trust 報告指出福利制裁是人們被轉介到食物銀行的關

鍵因素，而在地方政府實施的制裁數量與成年人接收緊急食物包裹的情況存在

一種強烈和動態的連結關係（Loopstra et al.，2018）。 

Schoneville（2018）指出德國保守主義的福利國家體制特徵是家庭、國家、

公民社會行動者和市場是提供福利的混合體，國家確保提供有一定的標準，但

福利的提供不必然由國家自身執行。德國福利國家的特徵形式是保險體系，保

險系統有效地保護中產階級，他們有財務可以保險，並對保險體系做出貢獻，

因此可領年金，或在失業時可得到相關的財政支持。對於那些沒有私人資源，

也因為無法以實質方式繳納保險而未能有效受到保險體制保護的人，如果面臨

某些困難，則申請福利給付。Schoneville（2018）更進一步指出，這些是社會保

險體系與資產調查給付體系之間的區分，這也反映了社會保障體系內部的結構

性差異，一部分人透過工作貢獻獲得保障，而另一部分人則因為收入或財產水

平低於某一標準而獲得幫助，暴露出社會保障制度中的不均和分類。Lessenich

（2008，引自 Kessl et al.，2020）指出德國保守福利體系下的改革是朝向「新社

會」（neo-social）而非如英國的新自由主義，德國在兒童照顧和早期教育部分

有所擴張，但對失業給付趨於嚴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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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食物銀行的服務對象為社會福利體系的「掉落者」，因此，食物銀行

的食物援助對使用者而言是替代性服務，食物銀行替代政府角色處理飢餓和食

物貧窮議題。德國服務在社會福利體系內者，所以為補充性服務，主要是既有

的公共扶助不足以支撐領取補助者於市場購買食物。但不論是補充和替代服務，

諸多議者憂心在新自由主義的思潮下，福利國家正處於崩解的狀態，原來由國

家對公民生活保障的權利觀，轉而走向私人提供的慈善服務，繼而呼籲從結構

面向加以處理。 

Riches（2002）和 van Steen and Pellenbarg（2014）均認為食物銀行不是安

全網的建構，而是崩解，也顯示福利國家正處於支離破碎的狀態，而此種模式

與福利體制中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是相對立，為縮減社會保障制度並為

降低社會權利開啟了大門，食物援助是對社會權的侵蝕（Silvasti，2015；Salonen 

and Silvasti，2019）。Hebinck et al.（2018）觀察新自由主義也帶來食物體制（food 

regime）。食物銀行雖由民間慈善機構提供，但卻透過超市和超商的企業社會

責任而將救助商品化，在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因為有民間單位提供

食物銀行也讓國家可以忽略食物不安全問題，並將飢餓去政治化，轉由公民社

會方案來解決問題。德國學者 Schoneville（2018）憂心食物銀行的供給無法保

證，此意味著德國的食物銀行使用者面臨食物供應的不可預測和不安全性，並

被整合到一個實物的次級供應系統中。 

Lambie-Mumford and Green（2015）指出雖然慈善機構努力協助滿足服務使

用者的即時需求，但無論這些服務涵蓋規模有多大，它們也無法使他們擺脫貧

窮；食物銀行的興起轉變了福利景象，從基於集體風險的普遍公共照顧轉向關

注個人風險和責任及臨時私人慈善回應的政策。此外，除了公共福利服務的提

供轉由私人慈善外，也將食物不安全的責任個人化，如 Verhoeven and Ton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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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指出在食物銀行排隊的需求和社會服務和福利國家縮減有關，而不是

人們被動地因應自己的狀況，但食物銀行將焦點轉向個人責任而不是社會權利。 

因此，Garthwaite and Bambra（2015）呼籲食物銀行不應該成為社會安全體

系的替代方案，儘管食物銀行的供給可以緩解飢餓及提供短期的救濟，但對於

那些因為複雜且長期的因素而需要食物銀行支持的人來說，這種支援是不夠的。

但食物銀行讓人們錯覺地認為能夠有效應對飢餓問題，而在國家緊縮政策壓力

下，不知不覺地侵蝕社會權，繼而導致貧窮的加劇、收入不均的增加，以及對

於慈善緊急食物供應的持續需求，形成一種循環。 

因此議者多呼籲從結構角度處理食物不安全議題。Lambie-Mumford and 

Silvasti（2020a、2020b）和 McCloskey（2021）認為買不起食物的收入貧窮（income 

poverty）主要是不穩定就業，是因為勞動市場條件的變化所導致的；食物貧窮

是低薪、福利削減、不穩定就業和債務所導致，食物銀行無法解決這些貧困的

結構性成因。Lambie-Mumford and Green（2015）及 Lambie-Mumford（2019）

倡議需要綜合性的政策和介入食物不安全問題背後的根本因素，如社會經濟不

均、收入不足、就業問題和住宅困境等，以提供人們健康、穩定和永續的生活

方式。相關介入措施包括公平的收入分配和健全的保障體系。 

社會排除是食物不安全的一個重要部分，因為受到影響的人被迫採取非現

今社會規範下的食物消費模式和食物獲取方式（Tarasuk and Eakin，2005），避

免飢餓的關鍵不在於將慈善或企業食物援助制度化，而是消除收入貧窮。因此，

富裕的國家經濟並不能解決問題，而公平的收入分配才是關鍵。只有國家能夠

保證基本社會安全體系的資金和資源，並確保這些資源永久地、普遍且不帶有

烙印地提供給所有真正需要的人們方是真正的解方（Riches and Silvasti，2014）。

要有效地提升家戶飲食安全，需要資源的實際轉移（Tarasuk，2001），因此需

要發展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涵蓋基本的人類需求，如適當的營養和住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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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決貧窮、經濟、社會和性別不均、污染、氣候變遷和移民等潛在原因的公

共政策（Leskošek and Zidar，2020）。 

傅立葉（1994）曾運用 Esping-Andersen 的概念，將臺灣歸為保守主義類型。

李易駿、古允文（2003）的研究指出臺灣是高的家庭福利能力，偏低的社會安

全支出。依葉崇揚、周怡君、楊佑萱（2020）整理相關文獻後指出，臺灣整體

福利發展脈絡並不同於西方福利國家，臺灣福利國家發展最主要的特色即是家

庭主義。為了促進以經濟發展為優先的政策，家庭被視作福利服務（特別是照

顧服務）的主要供給者，以減少國家在福利供給上的責任，藉此將資源投入生

產性活動。但是，受到民主化的影響，使得人民對於國家作為福利供給者的期

待逐漸地增加，再加上快速的人口結構轉變使得國家必須開始投入兒童與老人

照顧服務。臺灣雖福利有所擴張，但基調仍以個人和家庭責任為主，國家介入

有限。縣市政府於 2008 年金融海嘯開始設置食物銀行；陳盈方、呂建德（2012）

檢視臺灣政府面對金融海嘯衝擊的改革過程中，仍著重在經濟政策的介入，社

會保障制度則次之，社會政策的推行，並非為了解決需求，而是為了促進經濟

成長，預防個人生命風險的機制，主要是透過強調個人責任或家庭來處理。 

在這樣的基調下，臺灣有關低收入戶的審查資格，向來相對較為嚴苛，許

多貧窮人口由於擁有不動產，或家庭人口中較多具工作能力但未必有工作或無

實際互相經濟援助的一親等親屬，無法取得低收、中低收資格；而且就算取得

低收入戶之資格，人數最少的第一款低收入戶尚能取得相當於最低生活費的生

活補助外，其餘全戶只能領取部分補助，不僅社會眾多貧窮邊緣戶未獲得政府

之救助，連獲得的補助也往往與需要的程度不相當（黃全慶，2015）。因此，

2023 年多個民間社福團體組成的「社會救助法修法聯盟」，呼籲政府正視貧窮

與近貧人口之間存在巨大落差，凸顯出現行社會救助制度嚴苛審查規定，而未

如預期發揮最後一道安全網的功能（社會救助法修法聯盟，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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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食物銀行除民間的系統外，各縣市政府也有設置，此和英國與德國不

同。縣市政府食物銀行主要針對於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經濟困難或遭遇急

難之個人或家庭提供物資援助（蔡典堯、黃志隆，2020）。依據王永慈、黃彥

宜（2021）調查資料顯示，縣市政府食物銀行服務量最高者為邊緣戶（59.1%），

其次是急難救助家庭（18.2%）、其他（18.2%）、低收入戶家庭（4.5%）。民

間食物銀行的使用者也約有 7 成是邊緣戶（高毓霄，2014）。對低收入戶家庭

而言，食物銀行為補充性服務，但對為數眾多無法進入社會救助體的邊緣戶而

言，食物銀行為替代性服務。臺灣食物銀行兼具補充與替代雙重功能。臺灣食

物銀行不純然由民間提供，中央政府也編列預算由地方政府設置，某些程度也

顯示臺灣政府試圖回應無法進入救助體系邊緣戶的問題。 

食物銀行的援助確可發揮正向功能，如食物包可減少弱勢家庭一些食物支

出，人們使用食物銀行不僅是為了解決短期的飢餓問題，而是因應低收入之長

期策略的一部分。研究也發現使用食物銀行時間愈長者，食物不安全的可能性

愈小，原因可能是藉由食物銀行的食物，服務使用者可以用很少的錢過活，畢

竟食物銀行是在所有方法用罄後，最後的因應策略。食物銀行讓服務使用者購

置非常便宜的食物，減輕他們家庭預算的負擔，也讓他們能夠將錢花在其他物

品或服務上，讓如何分配開銷有更大的空間（Lambie-Mumford et al.，2014，引

自 Depa et al.，2018）。 

但如 McCloskey（2021）所提醒，食物銀行也顯示地方貧窮正在擴散，它

像礦坑中的金絲雀一樣，警示著社會中貧窮問題的嚴重性。食物慈善不是全民

性，對服務對象也缺乏權責考量和可近性，使用者也缺乏任何權利（Lambie-

Mumford，2019），緊急食物慈善也無助於解決貧窮問題（Beatty, Bennett, Hawkins，

2021）。Lambie-Mumford（2017b）認為有效的、政策驅動的解決方案需要一個

以權利為基礎的架構，由國家、慈善機構和食物銀行共同努力，並為實現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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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食物權擔起責任。面對臺灣邊緣家庭的處境。如國外經驗所提醒，需要從

結構層面加以處理，社會救助與其他現金給付系統、實物給付系統、社會福利

服務系統都需要重新定位和調整，以納入更多需要幫助的家庭，而非疊床架屋；

同時社會福利服務的提供者，須將現金與物資視為啟動增能、培力機會的資源，

才能更完整地因應。 

二、食物銀行運作上的限制 

英國與德國的食物銀行由民間組織運作，被稱為是國家破損公共安全網的

志願性補充（Riches，2002），扮演緩解食物不安全的角色。但仍有諸多文獻提

醒食物銀行運作上的限制。 

Bazerghi, McKay and Dunn（2016）檢視了 35 篇文章發現，雖然食物銀行

在對嚴重食物剝奪的處理能即時發揮重要作用，但在改善整體飲食安全成果方

面相當有限，主要是無法提供滿足服務對象營養需求之食物量不足，尤其是乳

製品、蔬菜和水果，加上許多食物銀行提供的食物量不足以持續到下一次領取，

很多食物銀行可能每週或每月或甚至更長發放一次，因此，大多數食物銀行的

服務對象經常面臨食物不安全的情況。 

此外，食物銀行的運作讓服務使用者如何獲得食物援助是被管理的（如是

否需要轉介、需求門檻和資格標準），以及方案的運作方式（食物銀行設置的

位置、開放時間和使用規定）都有限制（Lambie-Mumford，2017a）。Garthwaite 

and Bambra（2015）也認為食物銀行的供應在短期內甚至對於有某些健康狀況

的人來說可能不適合，這和食物銀行的供應方式有關，包括人們可以獲得什麼

樣的食物以及多少量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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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lan（2016）引用 Mauss 所稱的「純粹禮物」（pure gift）的概念說明食

物銀行的食物捐贈是一份禮物，因為不需要立即或延緩酬答（reciprocation）。

但食物銀行和其他禮物形式不同，贈與者和接受者之間不在建立社會關係，他

們的社會地位也完全不同（Laidlaw，2000）。食物援助並非一種權利，而是一

種禮物時，即使食物銀行的服務使用者可能受到良好對待，但他們並沒有食物

援助的法定權利，選擇權和人的尊嚴也就此喪失（Silvasti and Riches，2014）。 

使用食物銀行也伴隨著顯著的烙印感和排除，人們只有在走投無路時才會

求助於食物銀行。Lambie-Mumford and Green（2015）提及，多數人會先求助家

人，其次是朋友和鄰居，食物銀行是最後防線和選擇，不論任何求助都會令人

感到有壓力和害怕（Ahluwalia, Dodds and Balig，1998）。 

建立福利國家背後的核心論點是減少求助的烙印，因為福利是基於應得權

利，而非慈善，食物銀行捐贈的慈善本質可能會減少應得權利感，並感到尊嚴

受損和有社會烙印（Riches，1997；Wainwright et al.，2018）。Riches and Silvasti

（2014）強調食物捐贈雖給受助者帶來了援助，但不能被視為長期或永續的解

決方案，選擇食物是個人的權利，這樣的權利不能因為貧窮而受到質疑。 

簡言之，食物銀行有許多問題存在，主要是因為資源的限制，包括食物銀

行有使用者篩選制、捐贈的不足、缺乏協調的供應、提供食物的量和內容不一

定符合需求、對志願工作者和人員的依賴；食物援助的可及性和可用性的不足；

地理涵蓋範圍和策略方向的限制；以及食物銀行受助者的經常有烙印感和缺乏

選擇權。 

雖然食物銀行有許多限制，但如前一節所言，對亟需食物援助的家庭，食

物銀行仍具有支持和緩解的功能，因此在作法上如何調整是重要議題。德國食

物銀行的運作相當多元也兼具拓展支持網絡、社會參與等社會融入的功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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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運用數位科技進行物資提供端與需求端的媒合，使服務更有效率；英國和德

國的社會超市也可緩解食物銀行非以社會可接受的方式取得食物的烙印感。 

臺灣民間食物銀行的運作相當多元和結構完整（謝明媛，2014），一般認

為民間食物銀行自行推動的力量也較政府顯著。民間食物銀行包括社區型和全

國型，提供食物包、食物券（高毓霠，2014）或共享冰箱、剩食餐廳、也有點

數兌換日用品及食物（廖詠恩，2021；陳羿緻，2022），亦有食材交流平台，

或和超商合作設置「愛心守護站」提供餐食（邱寶德，2021），另有社區貨幣

以點數換取約市價 5 折之食物及日常用品和鄰里共餐等（梁雅淇、陳知襄、趙

珮妤，2018）。有些部落食物銀行除供應物資外，也提供原住民就業、法律諮

詢、儲蓄理財等協助（廖詠恩，2021），尚有與電信業者合作，設計食物銀行

APP，方便民眾捐贈物資或認購物資（謝明媛，2014），相較於英國和德國的經

驗，臺灣民間食物銀行形式也極為豐富，國外的措施也著重將社會融入、社會

參與及支持網絡建構概念融入。民間食物銀行認為政府與民間應有分工共識，

政府救窮，民間救急（高毓霠，2014）。汲取歐洲經驗，臺灣政府當更積極地

改革社會救助體系，同時也鼓勵和支持民間食物銀行因地制宜的創意和多元模

式的發展。 

三、剩食再分配的矛盾 

英國和德國食物銀行主要來自超商和零售業的剩食。剩食再分配議題有很

多爭議，Caraher and Furey（2017）認為將剩食重新分配給食物銀行或慈善組織

雖可以在短期內提供即時救濟，但無法解決食物不安全問題。食物浪費和食物

不安全須視為是兩個獨立實體。Salonen and Silvasti（2019）提醒食物慈善只能

治標，無法針對貧窮以及食物浪費問題有效地提出解決。他們質疑減少食物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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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是出於環境和倫理的考量，然而，食物慈善是否同時減少食物浪費和飢餓，

雖然主流新自由主義經濟思維支持這樣的連結，造成政府有機會從保障每個人

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責任中撤退，且在持續的經濟衰退和長期緊縮政策的現況

下，食物慈善也被正常化為緩解貧窮的長期解決方案，並將其與減少食物浪費

的努力相結合，以正向的生態術語重構食物慈善的過程。 

富裕的工業化國家的農業政策不斷努力對抗過度生產的問題，而「食物銀

行是食物浪費和飢餓之間的聯繫」這樣的說詞不斷地被加強，因為當有這麼多

的食物浪費時，就必須有一種「政治正確」的方式來回收它，將浪費的食物提

供給經濟不寬裕的人是其中一種做法，食物銀行則利用浪費的食物來餵養饑餓

的人（Silvasti and Riches，2014）。Lorenz（2012）認為社會生態永續性需要減

少過剩食物和社會融入等的雙重努力，社會融入意味著成為勞動和消費社會的

一部分，即擁有進入市場的權利。 

上述文獻指出將環境保護的減少剩食和社會救助的剩食再分配兩者結合的

矛盾，此外剩食處理也需要人力和行政成本，而來源也不足以因應需求增加，

減少食物浪費與飲食安全間在運作上經常面臨衝突。臺灣食物銀行的運作，除

再分配剩食外，有些縣市政府食物銀行編列預算購置食物及物資，也有來自廟

會祭典或大型活動捐贈，如中元普渡和過年前拜拜的供品（廖詠恩，2021），

因此內涵與性質和英國及德國也有所不同，不純然來自超商或零售業者的剩食

捐贈。分解臺灣食物銀行物資來源，寺廟捐贈的物資為宗教慈善的一環，也非

純然是剩食；對於縣市政府編列預算採購食品和物資，有學者認為若能將這筆

預算直接提供給服務對象，相信選擇性與自主性更高，更受他們的服務使用者

歡迎（黃全慶，2015）。此外，臺灣環保相關團體也呼籲比起設法處理剩食，

讓食物不要淪為廚餘才更重要，剩食減量並非只有捐贈一途，剩食問題不是社



90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會救助的一環而已，社會全體應該檢討生產過剩，也是業者的企業責任，企業

在源頭便要有所規劃（賴品瑀，2016）。 

因此，減少剩食非為弱勢者而是全民的責任，需要從食物生產的上中下游

一起努力減少食物廢棄的問題，也需要從社會政策的角度及問題的結構層面加

以處理，解決飢餓和食物不安全議題也需要關照收入、不均、就業和住宅等整

體面向。 

柒、結論 

本文檢視了英國和德國食物銀行的運作，並從兩國經驗延伸食物銀行相關

議題的討論，繼而對臺灣食物銀行的實施提出一些思考。歐洲國家食物銀行的

成長是國家在福利服務提供的角色上的撤退，因為食物銀行的發展和福利國家

的福利縮減息息相關，過去福利國家著眼於根除貧窮的結構性根源，隨著公民

社會權利的削減，照顧弱勢群體的責任由國家重回民間慈善機構。食物銀行和

其使用人口的增長是福利國家經費縮減的表徵，但限於剩食的質與量不足，食

物銀行無法回應食物不安全問題，不論是補充或替代食物銀行使用者的需求都

有所限制，近 3 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和通貨膨脹，需求大增，英國食物銀行需

要購置食物因應，德國食物銀行則停止接受新案申請，民間的食物援助能量有

所不足，因此他們多呼籲國家透過社會保障制度介入處理。 

此外，剩食的處理也內含許多矛盾，剩食處理需要從源頭不過度生產著手，

食物銀行只能救急而不救窮，無法處理食物貧窮和食物不安全的根本原因；儘

管食物銀行的供給可以緩解飢餓及提供短期的救濟，但對於那些因為複雜且長

期的因素而需要食物銀行支持的人來說，這種支援是不夠的，因此需要國家從

社會保障體系、住宅、就業和不均等結構層面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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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食物銀行和英國與德國由非營利組織設置有所不同，有些由縣市政府

所設置，民間食物銀行也很活絡，服務方式相當多元和創意。臺灣食物銀行國

家角色介入呈現政府運用實物補助的方式來回應邊緣人口與家戶的需求，有些

縣市編列預算購置食物包，顯見剩食再分配在質與量上有所不足。臺灣食物銀

行是社會救助與剩食運用並存，但如同英國和德國的經驗無法處理食物不安全

議題。政府如何積極鼓勵民間食物銀行的多元和創意方案是重要議題。此外也

要將社會融入、社會參與及支持網絡建構概念融入，以對於需要緊急食物援助

者能提供緩解、支持和培力的資源與服務。政府與民間也須在救窮與救急明確

分工，政府將社會救助與其他福利服務系統重新定位和調整，修改進入救助門

檻以納入更多需要幫助的家庭。剩食處理是全民和企業的社會責任，需要從源

頭加以處理，對於需要實物補助緩解需求的貧困家庭，食物銀行也不應該成為

社會安全和保障體系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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